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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以国家说民族：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思想的特色 1

 

 

罗志田 2 

 

摘要：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所形成的一个历史范畴。范文澜在马克思
主义史学体系里论证中国自秦汉时起就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
成的独特的民族”，具有相当的难度。然而若在更宽泛的思想语境中理解，一字双关的“nation”
在译成中文后因社会实践中的“在地化”而演化为各种具体的内容，不复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
抽象概念。范文澜以重塑的方式唤醒过去，却也让民族国家突破了“现代”的范围。故民族、国
家和民族国家概念的在地动态变化，以及中国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时代背景，是理解范文澜“以国
家说民族”论述特色的要素。 
关键词：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范文澜；名相；在地化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
3
中，有关“汉民族形成”的争论是因范文澜

回应叶菲莫夫关于中国民族形成时间的见解而引发的。从更宽广的学术层面来看，当年的争论与

近些年国际学界非常关注的族群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体上，整个 20 世纪西方关于“民族”

的思考，包括其他地方受西方影响的言说，都是以欧洲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为基础的，与西方所谓

“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直接的关联。其共同见解，即民族国家是“现代”现象，民族主义也基本

是现代的产物
4
。范文澜关于中国成为统一国家及汉民族形成的见解，直接挑战了所有这些理论

5
，故其意义远不止于“汉民族的形成”。这样一种特别能“与国际接轨”的特色，正能表现其

生命力之强
6
。 

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思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民族与国家的关联。本文侧重于范

文澜的认知特色，从其思考的轨迹及其关注之所在，反思民族与国家那一体两面的关联，进而从

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时代背景以及族群荣誉对民族自信的重要性中去理解范文澜何以凸显中国历

史的“光荣”面相。 

范文澜曾明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

这就“可以说是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始”
7
，即把“统一的国家”作为民族形成的

 
1 本文刊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21 年第 6 期，第 55-66 页。 
2 作者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3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3 年。 
4 Ernest Gellner, Nation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Anthony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199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埃里克·霍布

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5 不与“民族国家”挂钩的民族，虽众说纷纭，但大体被认为是古已有之，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中的民族便是。近年西人对民族主义的追溯也越来越早，前些年追到 15 世纪，现在已到古罗马了。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e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aspar 
Hirschi, Th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An Alternative History from Ancient Rome to Early Modern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6 与其他几朵“金花”相比，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在当年数量最少，在后来的学术回顾中陈述也较弱，但相关

争论一直在延续，可以说生命力最强。张谋、魏鸿鸣、马守正：《建国五十年来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黑

龙江民族丛刊》1998 年第 4 期；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与民族问题论辩》，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年，第 129-250 页。 

7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范文澜全集》第 10 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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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背景条件。沿此论证理路，他先说中国自秦汉时起已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随即提出

“汉族自秦汉以下，……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
1
。 

斯大林曾明确指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所形成的一个历史范畴
2
。这一理论在 20 世

纪 50 年代已为多数学人熟悉，故范文澜的主张反对者多而赞同者少。根据一般的理解，民族是

现代的产物；在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语境中，民族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范文澜

的看法，既不同于今天的一般观点，和当时流行的斯大林学说也不尽相同，而他关于中国何时成

为统一国家与汉民族何时形成是相辅相成的具体见解，也未曾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 

其实从晚清开始，民族与国家的密切关联虽不一定众皆赞同，却也相对“广为人知”，未必

有多特别。然而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不仅被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中，而

且与特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也就疏离于国家了。范文澜的批评者注意到他的认识特

点，以为他“把民族和国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他们秉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认为

“秦汉以来中国虽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并不能因此便说汉族已形成为民族”，故不认

可范文澜的主张。
3
 

然而范文澜的看法也并非凭空而来。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和“国家”，都是近代引入的

外来新词。若严格就名相论，两者的概念当然是不同的（却也有相通甚或相同之处）。不论在其

原产地还是在中国，两者本身又都是在发展中形成的概念，且一直处于变动中（以后还会变）。

从清季开始，民族和国家就是中国人广泛思考的议题，并随之出现了众多歧异的看法。对这类意

义波动而意思相近的名相，其差异固不能忽视，其相关性可能更须关注。 

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取向
4
，提示出在地的情形可能直接影响到名相的指谓，尤其是当

名相所指称的事物处于能动状态时。民族和国家固然有其基本特征，却也有所在时空中的特色
5
。

德里克曾专门论述过“民主”概念因“在地化”而转变
6
，民族和国家亦然。凡可能进入行动的

概念不仅是抽象的，更是可转化的，并经常在实际运动中因当事人的不同理解和活动转化为多种

带社会性的概念。由于时空因素的作用，民族在社会实践中便常被“在地化”为各种具体的内容，

而不复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这些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引申义，与它原本的含义已有所疏

离，需要从当事人的互动中挖掘出来。 

民族和国家都可以视为人类历史上某种生活共同体的表述
7
，尽管各有侧重，但若两者在特

定地域的单位时间里表述的是同一共同体，恐怕不宜脱离时空语境而就概念论概念
8
,更不必为了

显示严谨,就一定要将其区分看待。实际上,在较长的历史时段里,民族和国家的确关联密切,故在

某些语言如英语里，“nation”一词既可以表述“民族”，也可以表述“国家”，还可以表述“民

族国家”。要认识范文澜究竟是“把民族和国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还是注重并强

调其在特定时空中的相互关联，或可先从这一外来语的词义进行辨析。 

 
1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

店，1957 年，第 12-13 页。 
2 《斯大林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第 295-301 页。 
3 蔡美彪：《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讨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

问题讨论集》，第 41 页。 
4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a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5 罗宾逊曾说，“有多少被侵略的地方，就有多少种歧异不同的帝国主义”。Ronald Robinson, “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 with or without Empire”,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 273. 据此或可说，有多少“种族群”（Ethnic groups）成长的经历，就有多少不那么一样的民

族。与民族相关的国家亦然。 
6 Arif Dirlik,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iography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Republication China, 12(1), 1986, pp. 6-7.  
7 关于民族与政治共同体，可参见田耕：《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弗莱堡演讲”到“经济与社会”的两

条思路》，《社会》2020 年第 6 期。 
8 作为概念的名相和行动中的名相，都必须重视。忽视名相在实际应用中的起伏，让概念仅停留在纸面，显然不

利于我们对名相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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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体两面的“哪逊” 

 

民族、国家以至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都是 20 世纪初才开始在中国读书人中逐渐普及的日

式汉字词。由于它们自身在日本也多是外来词，尤其“民族”一词本身就是和“族民”竞而后存

的产物（我甚至猜测梁启超及其他一些中国人在此竞争过程中起过不小的作用）
1
。这类词语在

被引进中国之时，其自身的含义仍在发展之中，歧义不少。有日本学者指出，正因“同样一个‘民
族’的用语,其概念明显不一”，可以说时人“将这个词译为‘民族’时，就播下了今天令我们

烦恼的意义混乱的种子”
2
。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既然今天的日本人还在为这一名词的多义而烦恼，想想当年那些引用

的中国人，有的未曾辨析而混用，有的据一知半解进行未必正确的辨析，不啻在同一空间里隔空

辩论，给时人和后人都造成不少的困扰
3
。过去学界偏于落实“民族”一词经何人在何时引进中

国
4
，这样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关于“何人何时”的追溯中那些细节性演变，恰提示出“民

族”一词进人中国本带有随机性，并非一个“谋定”而后引进的概念。所以不仅要注意进人中国

的“民族”一词在原地的(不同)含义，更要辨析作为受众的中国人何时形成一个众皆认可的认知

(也可能是以为众皆认可实则各说各话)。 

近代中国人在相关概念上的歧异认知,与外来名相的翻译直接相关。孙中山就曾说：“英文
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按：即“nation”)。‘ 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
家。”这个字在外国“虽然有两个意思，但是他的解释非常清楚，不容混乱”。而在中国就不同，

由于“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或不如把“哪逊”译为“国族”。换言之，

在外国说“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是不适当的，而在中国这么说就是适当的
5
。话虽如此，由

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已经流行广泛，孙中山仍沿用他自己曾经的创造，更多以民族主义

而非国家主义说“哪逊”。 

这段话的主旨是“nation”一字双关，兼表民族与国家两义。孙中山在辨析时特意用音译，

最能提示这类名词译成中文可能造成的误会。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实际政治领域里，民族主

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之间曾经有过真正可以说得上“殊死之争”的对抗，但双方奉行的主义在西文

中是同一的，故被马君武视为“自相冲突”
6
。然而当事人看重的并非词源，乃是不同的中文字

义在实际行动中带来的政治畛域。李璜明确指出，把“nationalisme”译作“民族主义”并不妥当，

可能强化人和种族之意，而淡化“一定领土、相当主权的重要意义”，所以必须译作“国家主义”

 
1 如在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或《国家学》的早期译本中，“Nation”被译作“族民”，以区别于“国民”（Volk），

而梁启超在借鉴中则径改为“民族”。详另文。 
2 内堀基光：《民族の意味论》，《民族の生成と论理》，东京：岩波书店，1997 年，第 3 页。转引自王柯：《民族

主义与近代中日 关系：“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69
页。 

3 如汪精卫曾学日本说法区分民族与国民，说民族是“人种学上之用语”，而国民则是“法学上之用语”；前者

是“自族类的方面言”，而后者则“自政治的方面言”。参见精卫：《民族的国民》，张枬、王忍之编：《辛亥

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3 年，第 83 页。汪说看似严谨，实不甚通，详另

文。 
4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 年第 2 期；金天明、王庆仁：《“民族”

一词在我国的出现 及其使用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第 4 期；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

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 年第 1 期。 
5 不过孙中山也承认，“民族与国家相互的关系很多，不容易分开”。要把两者分别清楚，最适当的方法，是看

“民族和国家根本上是用什么力造成的”——“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前者是王

道，后者是霸道。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85-186 页 
6 马君武：《读书与救国》，《晨报副刊》1926 年 11 月 20 日，第 45-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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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种有意的选择性翻译，揭示出社会实践中“在地化”的复杂性。一字双关的名相可以向“单

一”发展，则其指谓便很难在纸面界定，而需要从行动中理解。 

“nation”这个双关字的选择性翻译可能更多是随意的，如恩格斯在论及“雅典人在创立他

们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时说，“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所以十八世纪的质朴的法国
人才不讲文明民族而讲警察民族（nations polices）”

2
。那个法语词完全可以译为“警察国家”

3
。

而恩格斯这话提示出，民族不仅和国家一样古老，它们在很多时候是可以“合而为一”的。 

同时，在地的情形也可以影响到名相的指谓。在说民族和国家方面，中国和外国的情形并不

一样。如果外国的说法被视为“普遍”，则中国便是一种“特殊”。而这样一种大范围普遍、本

国特殊的例子，并不仅限于中国。钱永祥注意到，历史上德国崛起时便“带有强烈的‘文化特殊
主义’倾向”，以“对抗西欧的‘文明普遍主义’”。同样，近代日本崛起时也“用‘超克现代
性’奋力对抗西方世界的普遍主义现代性”

4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妨说凡是民族的也是特殊

的。因为从文化层面而言，言民族便带有对独立的强调，似乎不能不有所特殊，而这里的民族，

当然与国家相关。 

韦伯（Max Weber）就特别看重二者的关联，以为对民族的定义不应只考虑“建立了民族共
同体”这一“共同品质”，而更应考虑是否建立了“独立的国家”这一目标

5
。对于曾沦为殖民

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国家的第一要义正是在统一基础上的民族独立。在这些地方，

独立的含义远比在欧洲更重要。所以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民族解放就比在欧洲更

具正当性。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正是东亚和东南亚共产主义革命的显著特征
6
。范文澜关于汉

民族形成的基本观点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也带有类似的特点。或因此，他一直把国家和民族关

联起来认识。 

如果说把国家和民族这样关联认识与斯大林界定严格的民族理论有些距离，使 20 世纪 50 年

代一些执着于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人不那么容易理解，但这样的认知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取向相

近，与恩格斯尤为契合。毕竟国家和民族都是发展中的历史范畴，而它们的发展往往是相互伴随

甚或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说到，“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人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
一次分工”，而城乡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
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

7
。后来恩格斯又加上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科学的作用来概括“从部落发

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演化
8
。可知国家和民族虽代表着不同“过渡”的结果，却是关联密切的

共生物
9
。 

而民族和国家因关联而成为一体，也是一个历时不短的发展进程。欧洲的民族国家大体是在

帝国（特别是查理曼帝国）崩溃后逐渐形成的。在中世纪后期的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王权曾是

 
1 李璜：《国民教育与国民道德》，李璜、余家菊：《国家主义的教育》，台北：冬青出版社，1974 年，第 71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14 页。 
3 在其他领域的言说中，“警察国家”的说法似比“警察民族”更常见。恩格斯所说的“警察国家”不是后来常

说的意思，而更多地指向广义的行政管理以确保国民能平安、有序地生活。Marc Raeff, The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Law in the Germanies and Russia, 1600-18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 钱永祥：《导读韦伯：“大国崛起”的思想家》，沃尔夫冈·Ｊ．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第Ⅵ页。 

5 沃尔夫冈·Ｊ．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第 53 页。 
6 Stephen A. Smit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3. 

此承四川大学历史系王果老师提示。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56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 516 页。 
9 马克思注意到，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里，“nation”就既有与“people”同义的“民族”之意，也有“邦”

的意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25-426, 495-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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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封建的）民族统一之保障，民族国家“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
1
。然而“nation”

义本近于“people"，作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人民横向对应着其他国家的人民，纵向则对应着在

上的君主，于是王权又渐成民族国家的反面。伯伦知理（J. K. Bluntschli)就指出，1814-1815 年

的维也纳会议，将拿破仑一世所灭之各国旧王朝基本恢复。要到 19 世纪中叶，政治风气才转向

注重民族精神
2
。 

梁启超曾用孟子的话来表述伯伦知理眼中欧洲国家思想的变迁：“十八世纪以前，君为贵，
社稷次之，民为轻；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
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最后一段可能增添了一些梁启超自己的憧憬，未必是伯伦知

理的原意，然他大体领悟到伯氏把“君主制”（monarchy）和民族精神视为对立物的意旨，故以

为“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
3
。此所谓“完全国家”，大体便是近代民族国家。 

从 19 世纪中叶起，这种新的民族国家形式如迅风之扫秋叶，所向披靡，逐渐遍及全球。如

列宁所说：“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
国家形式。”

4
 不仅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发展的进程，它的表述亦然。或因“哪逊”的一语双

关，在后来的英文写作中，民族国家的称谓也渐由“nation”转为“Nation”，以及更精确的

“nation-state”，以彰显其既民族又国家的指谓
5
。近代引人中国的“国家”观念，就是这样一

个以“民族”为“国家’要素的认知
6
。刻意把“民族”和“国家”区隔而分别界定之，应是更

细密的西学分科植入中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的事了。 

从上面的简单梳理中可以看到，“哪逊”本就一字双关，更常在社会实践中被“在地化”为

并不一致的具体内容，其实很难视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概念。而民族和国家经过一个历时

不短的发展进程，因关联而成一体，逐渐成为一定时段里“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更因“适

者生存”观念与现代性挂钩，民族国家乃成为“现代性的终极载体”，能现代化者生，不能者亡

（或成殖民地）
7
。在这样的语境下，从概念上将二者区隔辨析，虽不失为一种“纯学理”的认

知，却也容易忽略民族国家形成的复杂和多元性。 

然而如上所述，到 20 世纪 50 年代，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已经较为普及，由于民族与资产阶级

联系在一起，与国家的关联就明显弱化。这不仅是所谓时代背景，很多追赶新时代的学者的确也

是这样思考的。故范文澜要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甚或奴隶时代）说民族，还要强调其与国家的相

互关联，确难获认同。说他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的人，多半出于真心（尽管他们在多

大程度上对这两个概念了然于心，也还可以斟酌）。 

进而言之，对于参与到社会实践中的概念，在尊重其普遍意义的同时，更要关注其在应用中

的“在地化”发展。范文澜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诠释中国古代民族与国家的关联的，他既

要尊重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和民族理论的基本观念，又要让中国的在地因素能够表述自己，而不

是被人表述。在此努力中，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也从抽象转化为多少带有特殊意味的具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21 页。 
2 伯仑知理：《国家学》，东京：善邻译书馆，1899 年，第 238 页。 此书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孙青老师代觅，特

致谢忱。按此民族精神约近于民族主义，这牵涉到民族主义本身的确立。与现在的研究把民族主义的起源追溯

得越来越早不同，19 世纪后期的人常把民族主义视为一个刚刚兴起的新生事物，详另文。 
3 参见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22, 12 页。 
4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71 页。 
5 德语的情形又更复杂，在恩格斯的论述中，似有一个从统一的“民族”（Volk）到现代“民族” （Nationalitäten）

再向“民族”（nation）以及“民族国家”（nationule Staaten）发展的趋向。 而比他年长的伯伦知理则强调德

语中“nation”更具族性，“Volk” 更具政治性，即“Volk”比“nation”更亲近于国家。详另文。 
6 王缉思以为，“把所有国家都称为‘民族国家’的习惯”，是“将西方典型经验理想化”的结果。王缉思：《民

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 年第 5 期 
7 德里克主讲：《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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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容。从范文澜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来看，他并未混淆不同的概念，而是在中国语境中重建了两

者之间的关联。 

 

二、民族与国家：从范文澜的论述看名相在地化 

 

傅斯年很早就曾说，“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而“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
顿然改观”，故“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

1
。他明确了“种族”是“race”，不过所

表达的更多是我们现在所说民族的意思。或可以说，把民族和国家关联起来认识和理解历史，是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特色。而范文澜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里进行相应的处理，情

形又不甚同。下面的探讨，要适当兼述马恩列斯的相关论述（特别是范文澜引用过或与其观点相

关的论述），也尝试在更宽泛的思想语境中理解范文澜的“民族”论述。 

林耀华曾详细比对了马恩列斯著作中涉及“民族”的原用词，大体得出列宁特别是斯大林所

说的“民族”主要是现代民族的结论
2
。列宁和斯大林在把民族形成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联系起

来的同时
3
，也更多就民族说民族，而较少把民族与国家关联并论。但他们也不时并言民族与国

家，如列宁就曾区分世界上“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
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

4
。斯大林也说过，“凡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

立在时间上大体一致的地方，那里的民族自然就具有国家的外貌，发展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
家”

5
。 

列宁和斯大林的相关言说都在 20 世纪多少反映出民族认识本身的“现代化”。他们的表述

似乎提示出，在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时空中，民族与国家常自然关联；而在资本主义比较“完

全”时，民族就表现出与国家脱钩而“独立”的趋向（这与此前梁启超把近代民族国家视为“完

全国家”，颇显异趣）。 

范文澜的论述理路，与他论证这一问题的整体取向相类，仍是先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相关论述，然后以实例证明这些现象在中国早已存在。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是在封建中“找”资本

主义，大致看到了其论证特色
6
。范文澜正是要说明，在“封建”的中国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

时代的现象。他以《礼记.中庸》中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印证斯大林所说的共同语

言、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和共同经济等民族四要素在秦汉时已大体具备
7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范文澜两次引用列宁《论国家》中关于“剥削形式的变换，把奴隶制度的国家转化为封建制

度的国家”，以论证商朝是“奴隶制国家”，而周朝是“初期封建制度的”国家
8
。沿此取向发

展下去，“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从此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而“中国和欧洲不同处，在
于使分裂的国家成为统一国家的经济联系，欧洲是由资产阶级实现的，而中国则是封建时代就实
现了”

9
。 

 
1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续）》，《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 4 月 20 日，第 4 版。 
2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 年第 2 期。 
3 不仅斯大林这么说，列宁也认为“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列宁选集》 第

2 卷，第 441 页。 
4 《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20 页。 
5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4 页。 
6 按原话是说范文澜“把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特征拿到封建时代去找”。 蔡美彪：《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记中

国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讨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 49 页。 
7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1 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年，第 55-59 页。 
8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1950 年第 2 卷第 1 期；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简

编》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857 页。按：范文澜用的是旧译，新版《列宁选集》字句略不同：

“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 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 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列宁选集》4 卷，

第 33 页。 
9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 1,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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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关于“凡是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时间上大体一致的地方，那里的民族
自然就具有国家的外貌"一段话，范文澜也曾引用。他本可借以论证“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

权国家的建立”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有密切的关联，而当此关联存在时，“民族自然就具有国家的
外貌”；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论证中国很早就发展成中央集权的封建民族国家。不过他当时并未

这样立论，或许没有料到很多同时代人会质疑民族和国家的关联性。 

在范文澜看来，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得到统一国家的支撑，他总结说： 

汉族有高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即：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开始了封建制度社会，从
而有可能变化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的独特形态；又从而有可能很早就形成民族。这种
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民族的很早形成，不仅使它本身因国家统一而得到继续的成长，也使它有
可能得到长远的时间，去融合四周的许多落后部落或部族到本族里面来。

1
 

也就是说，中国自秦汉起就成为统一国家，是因为西周封建社会变化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封建

制度的独特形态，因此可能很早就形成民族，而国家统一乃是这种很早形成的民族得以继续成长

的基础。所以，中国自秦汉起，“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并且随着北宋后国内

经济联系的强化而更趋稳定
2
。 

就全世界而言，不仅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后的民族也仍处于不断的变化发

展之中。恩格斯就注意到，从中世纪开始的各族混合发展过程中，“在一个地方发生了融合，而
在另一个地方却发生了分离”

3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长期融合而不分离的特色，这与中国这个国

家“能够保持长期的正常的统一状态”是分不开的。范文澜这里说的“长期”和“正常”，针对

的是东汉末年后的“三国”和唐末以后的“五代十国”这两次“短期的、变态的”封建割据
4
，

而因应的则是斯大林所说的“消灭各该族人民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各该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

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
5
这一论断。 

如恩格斯所说，国家的出现，“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
公共权力”，同时也“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

6
。这

样一个超出血缘关系和地方局限性的共同体，大致就是斯大林说的“民族整体”，彰显出民族和

国家的关联，所以范文澜把斯大林所说的“民族整体”理解为“民族国家”，强调秦汉以后的中

国“是一个持久的相当巩固的整体”
 7
。 

在民族和国家的长期关联方面，反驳范文澜最有力的魏明经其实和他思路相近（只是不说汉

民族而说汉部族）。魏明经认为，如果说“汉族最初乃是在封建的汉帝国型铸下所形成的共同体”，

这样的汉部族，“在当时确只具有国家领土的特征”；同时，“中国原来是说的统治部族的本部”，

其后在悠久的共同生活中逐步同化其他共同体而形成一个“近于稳定的共同体”，则“以中国说
汉族恰好说明这一部族在同化中的扩展情况”。历代地主阶级统治者对异族实行强力镇压和同化

政策两种手段，在后者奏效时，就会以“同种同文号召全民”，而“这时地主阶级口中的汉族就
也和国家没有区别”。

8
 

魏明经进而以孙中山曾提出“驱除挞〔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为例，指出孙中山那时还

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故“把赶走满族当成恢复中华的条件”，他说的中华“不含有满
族的成分”而“中华在这里既是指的汉族，也指的是国家”。孙中山实际是“以国家说汉族”，

 
1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 15 页。 
2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1 编，第 49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218 页。 
4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1 编，第 49 页 
5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196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10 页。 
7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1 编，第 50 页。 
8 魏明经：《论民族的产生及中国各民族的演变过程》，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 183-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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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后来提出民族主义，“把民和族联系起来，以民说族”不同。在孙中山的思想里，有一个“从
和挞〔鞑〕虏相对的汉族进到汉民族，或从封建的国家整体进到民族整体”的观念进展，这“表

示着客观历史的进展”。
1
 

换言之，中国从汉代到清末，国家和民族长期处于一体两面的态势。述说汉民族的形成和发

展，自然离不开国家。斯大林曾说：“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
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

2
 中国这种国家和民族一体两面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历史上形成的”

一个共同体的两种不同表述。从秦汉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不论是民族的形成还是维护，都与国家

休戚相关，需要与国家关联起来认识。“以国家说民族”不失为一种适当的甚或必要的论证方式，

不能说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尽管这种取向从清末就有人提倡，但在很长时间里似不占上风。许之衡曾明确提出中国史当

以展现“民族变迁之迹”的“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来取代历代史书那种类似帝王家谱

的“断代”
3
。入民国后“断世”主张颇见延续，但更多人有意无意间又回归到“断代”的取向。

张东荪就曾指责当时的整理国故者未能以“民族国家主义为标准来估量一切”
4
，而新史学的重

要代表傅斯年更明确主张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
5
。到 20 世纪 50 年代，遂又提出“打破王朝

体系”的要求
6
。这口号是双向的，一方面是针对帝王将相，欲以劳动人民为历史主体；另一方

面就是对民族国家的重新强调，要以中华民族代替历代王朝而为历史的中心。 

我们前些年习惯了“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说法
7
，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著作主

要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汉学作品立论，对受了几千年“天下”文化熏陶的中国学人而言，民族、

国家和民族国家都是新生事物，据以治史，多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尝试。从“王朝体系”

在史学中的持续生命力看，以“民族国家”这一观念来处理历史问题,在中国似未形成控制性的

束缚。 

无论如何，近代中国发生的意识“大变革”是非常重要的，它让人们一下子要“把历史上的
一切都和‘中国’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整个历史叙述也因而有所不同。范文澜的做法或有些

像以重塑的方式唤醒过去，甚至可能是现代性眼光下“传统的发明”
8
，却又让民族国家突破了

“现代”的范围
9
。一个在历史上长期维系的共同体，用范文澜的话说，本是一个“正常”的实

际存在，不以名相及其代表的认知方式为转移。且即使以民族国家为目的来建构历史,仍然可以

说出不限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何况这民族国家本身确有其历史。 

按照魏明经的分析，清末是一个转折点，“以国家说民族”的时代终结于此，以后进入一个

“以民说族”的时代，国家亦随之淡出。然而进入民国之后，“以国家说民族”的态势并未表现

出多大变化，反因日本的大规模入侵而强化了民族与国家的关联。故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时代背景，

是理解范文澜观念的一个要素。 

 

三、现实中学术：民族自豪与文化自信 

 
1 魏明经：《论民族的产生及中国各民族的演变过程》，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 183-187

页。 
2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 21 页。 
3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 年第 1 卷第 6 期。 
4 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正风半月刊》1945 年第 1 卷第 2 期。 
5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60 页。 
6 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185-186 页。 
7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此书现有中译本，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 
8 德里克主讲：《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第 200, 18 页。 
9 如上所述，范文澜力图说明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即在一地的古代出现

了另一地的近代现象，仿佛时间的意义随空间的变换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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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在 1942 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把秦统一作为“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起点。

那是对日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也是近代中国被侵略史中的低谷，任何可以增进民族自信的

学术见解，都不仅是学理的研求，也是现实的需要。故中国何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学

术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民族自信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大量领土被侵略者攻占的背景下，强调中

国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着鲜明的针对性。 

《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写作是毛泽东提议的，该书的出版也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被视

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做的一件大事，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

就是把这本书视为中国共产党取得对传统历史文化发言权的象征
1
。可知范文澜关于民族国家基

本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现实意义。而从毛泽东此前强调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
力”看

2
，这一发言权恐怕不仅是对内的。 

那时范文澜也确实想要借写历史为现实服务。在后来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自我批评中，

他承认书中“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如“借吴蜀联合拒魏来
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这一自白最能揭示他写作时的心态，正可看出他强调“长期”和“正

常”的用意所在。范文澜具体点出的“借古说今”固然是有意为之，而战时树立民族自信的更大

需要，恐怕有意无意间也会影响到他论述的倾向性。 

按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看法，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民族矛盾重于阶级矛盾的时期
4
。到 20 世

纪 50 年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有所改变。不过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在 1949 年的论述，在此后的

一段时期里，外部矛盾即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
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

5
。当时中国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面临的整体国

际局势却不能说特别有利，所以仍有确立民族自信的需要。 

到 1950 年，范文澜发展了自己的观点，提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
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

6
，不仅明确了那时建立的是“民族国家”，而且把过去主要说统一

的集权国家发展到与汉民族形成相关的思路，进一步把国家和民族联结起来。他在论证中国历史

上统一力量总是战胜割据力量时，说到“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暴力和阴谋企图
分裂中国，但并不能真正达到它们的目的”

7
，这不仅揭示出在当时反侵略需要的存在，可能也

是他坚持“以国家说民族”的一个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共同的受难本身就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支撑点。一个共同体能够长期维系，

离不开英雄记忆和共享情感铸成的民族文化自觉。在中国这样重视“向化”远超过征服的文化里，

历史记忆中的英雄故事往往和民族的受难相关。而被侵略和反侵略，则直接指向国家这一政治共

同体，彰显出民族和国家的关联，也强化了民族自豪这一情感要素在民族自信中的地位。 

勒南（Ernest Renan）便强调“民族国家”（nation）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是种

族、语言、宗教、共同利益、领土等许多因素沿同一方向融汇而成的结果。其中情感因素尤为重

要，因为“一个民族国家是灵魂，是精神原则”。有着伟人和荣耀的共有“丰富记忆的遗产”和

 
1 佟冬：《我的历史》，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等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 4 辑，北京：书目文献

出版社，1983 年，第 84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61 页。 
3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第 861 页。 
4 当时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矛盾是第二位的，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一切斗争都应服从

于民族斗争。 参见《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魏建国主编：《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上

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年，第 84-100 页；《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52-255 页。 
5 参见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修订版）》第 7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年，第 48-50 页。 
6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1950 年第 2 卷第 1 期。 
7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1 编，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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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同心同德”一起构成了这一灵魂。简言之，“一个民族国家是一个由过去做出的牺牲和
仍愿做出牺牲的情感凝聚而成的伟大共同体”

1
。 

在民族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前引恩格斯所说的有些融合有些分离的现象，揭示出

族群间存在激烈的生存竞争。在韦伯看来，关于防卫抵御或掠夺迁徙这类“政治共同命运”的群

体记忆，是构成部族或民族这类政治共同体的要素。不论是“外来的战争威胁”还是“发动对外

战争”的诱因，都因为政治共同体的行动而促成“部族意识”。“民族意识”亦然。“隐藏于‘部

族’与‘民族’等意涵模糊的概念背后”的，正是“想要采取政治行动的潜在激昂火苗”。这类

政治的临机行动，“特别容易发展成一种‘习俗的’规范”，成为“民族或部族伙伴在面临战争
攻击时的团结义务”，最终促成“持久性的政治共同体”

2
。 

过往的共同经历，特别是历史记忆中过去共同的牺牲，不仅“使民族成为民族”，也使一个

民族对抗其他民族的作为正当化
3
。而民族对抗中最为正当的作为，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斯大

林曾说及东欧“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由于自卫（防御土耳其人、蒙古人等的侵犯）的需要而加
速”

4
。范文澜在引用这段话后指出，“在中国也有需要自卫的情形”，这种需要“可以成为促

进国家统一的因素”，尽管“不是重要的因素”
5
。“自卫”一词提示出“我们”与“他们”的

人我之别已然存在，而身当“自卫”之时，强化心同族同的认同感更成为一种必需。 

如前所述，范文澜是在对日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提出其基本观点的，那时中国人民抱持

“仍愿做出牺牲”的壮志，正在“做出牺牲”。在大量领土被侵略者侵占的背景下，当牺牲就在

眼前且可以预期未来仍有牺牲的时候，强调中国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着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和特

定的现实意义。 

“我们”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及维护，是民族或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要素。同心然后能戮

力，战时需要捍卫的不仅是国土，还有与认同相关的荣誉。几千年来以文化自豪的中国人，在近

代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自居“天下”之中滑落到“世界"的边缘，历史记忆中的荣耀

伟绩，更须钩沉抉隐。而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英雄故事不必皆系于事功，却常表现在文

化上
6
。 

从梁启超开始，中国人不仅注意追赶西方，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中国

怎样能对世界文化做出贡献
7
。当年整理国故流行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把中国的国故整理好，

就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何炳松更将其视为中国应负的责任
8
。而胡适一度认为，中国能对世界

新文明做出的贡献，就在帮助西人认识他们未看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
9
。到抗战快结束时，梁漱

溟仍在思考这个问题。
10
 

范文澜延续了这样的思绪，他认为只要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丰富的特点发掘出来，就可以

“成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
11
。这是一句笔锋带有感情的话。在马克思主义

 
1 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 What is a Nation? ang Other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61.  
2 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07-308 页。 
3 Eric J. Hobsbawm,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Today”, Anthropology Today, 8(1), 1992.  
4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 335 页。 
5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1 编，第 52 页。 
6 参见罗志田：《守先待后：史学在中国的地位及演变》，《中华文史论丛》2013 年第 1 期。 
7 余家菊说得很明确，中国不仅需要“于世界有所‘取’，亦即有所吸收”；还要“对世界有所‘与’，亦即有

所贡献”。余家菊：《教育上的国家主义与其它三种主义之比较》，《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上册，

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 年，第 339 页。 
8 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1929 年第 20 卷第 1 号。 
9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303 页。 
10 梁漱溟：《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梁漱溟全集》第 6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57-462

页。 
11 范文澜：《百家争鸣和史学》，《学习》1956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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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大框架下，中国的历史研究不仅是整体“中国实践”的一部分，

更是中国可能对人类历史做出的贡献。 

依我外行的猜想，范文澜坚持西周封建制而反对西周奴隶制的观点，除对史料本身的认识外，

也不排除带有树立民族自信的隐意。如他在 1951 年说:“承认西周初年已开始了封建社会。我觉
得这是中国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远在纪元前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已进化到封建社会，为什么不
引以自豪呢?”他强调，“我们反对虚妄的‘自豪’，但证据既确实存在，弃而不用，就未免可
惜了”

1
。 

就五种社会形态的区分来说，中国在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直接牵涉到中国在世界历史上

的地位。他对秦汉中央集权的凸显，正是要区别于此前已存在的封建国家。可知像五种社会形态

这样的重要理论，也并不总是抽象的，有时就与当下的现实发生关联。范文澜强调“自豪”要有

证据，体现了学术的分寸感，但这仍是一种对中国历史“光荣”的“自豪”。像他这样的史家，

身处明显沦落的近代中国，心存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责任，任何能够让“我人”自豪的证据，恐

怕都是很难舍弃的吧。 

吴大琨就看出了范文澜的意态，他高调提出历史科学的任务是追求客观真理，中国“在何时
算是‘奴隶社会’何时算是‘封建社会’，这是一个科学上的客观真理问题，与民族的‘光荣’
与否，可说毫不相干”

2
。然而荣誉感和尊严感乃是形成和维护民族国家的要素，史家即使有意

追求客观真理，下意识中那种荣誉感也难免不起点作用，何况身处一个国道中落的时代
3
。 

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曾说，“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
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

4
。这是

一种对曾经落后现在赶上的肯定。范文澜引用此语后说，“是的，中国人民也有权充满民族自豪
感，因为三百五十年前，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驱者为反抗封建统治而作出了斗争的伟大模范”

5
。

他说的是明朝的织工斗争，似乎中国也有“领先”的事例。且不论他具体所说为何，“有权”自

豪一语，使那种于失落中有所得的心态，溢于言表。 

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曾说，“没有过去的民族不成其为民族”，而“历史学家
就是过去的制作者”

6
。他这样说当然有所指，不过，就算历史学家是在“制作”历史，也只能

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制作。当事人固可能穿着“久受崇敬的

服装”，用“借来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的一幕”
7
；研究者也受到其生活语境的影响，即

使有意把研究对象客体化，怕也会在有意无意间说出一些为时代风云所熏染的话。故立言者和立

言时的时空背景，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范文澜提出他的基本观念时是在写通史，不一定是有意选择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但写作《试

论中国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则显然是有意为之。他个人的自信也在文章定型中增

强，稍后便去掉了最初发表时的“试论”二字，改为《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这

不仅更具自信，也是一种表态。毕竟中国何时成为统一的国家、中华民族何时成为一个民族，中

 
1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第 857 页。 
2 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 年第 6 期。 
3 反对范文澜观点的魏明经其实也诉诸情感因素，主张“不能说汉族不能形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就一直不能形成为

民族”。他说得口滑，甚至说出“如果说帝国主义强盗还算得上是一个民族，那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更有理由说

得上是一个民族”这样的话。盖于理虽无据，于心终不忍。魏明经：《论民族的产生及中国各民族的演变过程》，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 193 页。 
4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10 页。 
5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全集》第 10 卷，第 228 页。 按“自豪感”原译作“自傲心”，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1 编，第 23-24 页。 
6 Eric J. Hobsbawm,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Today”, Anthropology Today, 8(1): 1992.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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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涉及民族自信的现实问题。故对范文澜关于“汉

民族形成”的论说，既要依循学术探讨的理路去认识，也不妨注意时代语境中那些诗外的功夫。 

 

 
 
 
【论  文】 

“五族共和”：政治话语与宪法实践 1 
 

张春海 2 

 

摘 要：在民国肇建的关键时刻，为使蒙回藏地区不脱离中华民国，当时的政治精英们在实力不

足的情况下，采取了“五族共和”这一特定的政治话语，以与民族自决话语相抗衡。“五族共和”

话语的核心在于对抗与消解“民族自决”，以此来维护国土的统一，但在实践中反而增加了中国

由传统王朝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难度。为淡化“五族”的界限，政治精英只能选择以法律制度

消弭畛域之分。《临时约法》以宪法形式，通过否定性表述来间接否定“五族”概念，开启近代

“国族化”之路，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法亦进行了相当的努力。 

关键词：五族共和；民族自决；《临时约法》；北京政府宪法 

 

辛亥革命甫一发动，便遭到内忧外患的夹逼。内忧之一即是蒙回藏地区的分离运动，它和列

强侵吞的外患交织呼应，使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细读从《临时约法》到《共同纲领》的一

系列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惑：作为当时最响亮政治口号的“五族共和”何

以未进入这些文本？近年来，学界对“五族共和”在宪法史上的意义给予了越来越高的评价，
3
可

我们是否注意到了话语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并从中看到历史的不同面相？
4
 

 

一、“五族共和”与《临时约法》 
 

（一）“五族共和”的历史渊源 

在近代以“一国一族”为圭臬建构民族国家的潮流中，何以中华民国在建国伊始却要采取与

此“世界公理”不符的建构“五族”之民族国家的模式？作为世界史上尚无先例的方式，
5
“五

 
1 本文以《“五族共和”：政治话语与法律实践》为题刊载于《南开史学》2021 年第 2 期 
2 作者为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3 近期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有：王珂：《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常安：《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宪制变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章永乐：《旧邦新造 1911-1917》（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6；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17。汪晖：《现代中

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04。对于这些成果的主要观点，

笔者将在文中引述并评论，此处不赘。 
4 就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政府在代议员选举问题上的制度设计及变通安排，杨思机已作了深入分析，指出：“民
初否决以族别配额的选举方式，但糅合保证特权和机会平等的要素，乃是赓续晚清立宪时期撤藩建省、化除畛
域、种族融合的大同追求，具有过渡时代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特点，以及郡县治理和公民平等相融通的趋势，
期使各族从此疆彼界的区隔融入不分你我的中华一体。”（杨思机：《民初“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论》，载李在

全、马建标主编，《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第 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 88 页）职是之故，本文不

再涉及这一问题。 
5
 陈谦平教授指出：“中华民国实行‘五族共和’主张，既是对中国多民族国体的声明，更表现出民国政治领导


